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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针对低碳经济的制度压力和绿色创新合作的不确定性,制造企业很有可能存在绿色创新脱耦

行为,研究验证制度压力下制造企业是否存在脱耦行为以及企业内部能力是否可以缓解此种行为,从而

帮助政府与制造企业早日实现绿色目标。 以 114 家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所提出的假设,结果

表明:目前政府的制度压力会使制造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中产生脱耦行为,削弱绿色创新合作对企

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管理者对绿色创新合作的支持,可以减少脱耦行为的发生,有效缓解政策压力对绿

色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能够正向调节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与创新

绩效的负向影响,缓解制造企业的脱耦现象;然而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对政策压力下制造企业的脱耦行为

无明显作用。 助力面临政策压力的企业践行绿色创新实践,利用绿色创新合作实现企业绩效增长,推动

“双碳冶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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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国家对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重视逐渐加强,例如 2020 年,党中央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疫情

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爷冶 [1]。 随着国家和政府倡导发展绿色经济,消费者逐渐转变了消费心理和

消费方式,更倾向于绿色消费。 为满足政府及消费者对绿色创新产品以及绿色生产的需求,很多企

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向利益相关者披露自身开展的绿色合作,以响应国家的政策、满足消费需求偏

好,进而增强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自普拉哈拉德和拉马斯瓦米(Prahalad & Ramaswamy)在

2004 年提出“价值共创冶概念以来,学者围绕绿色价值共创、创新合作与企业绩效等论题展开了大

量研究,并证实了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对企业绩效及环境绩效有积极影响,绿色创新合作可以帮助

企业减少碳排放,改善企业 /环境绩效,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鄄3]。 但对于制造企业而言,绿色

实践活动将在技术创新、生产等环节耗费巨大成本,然而绿色收益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大部分企

业难以实现绿色目标。 因此,很多企业过分发展象征性环境行为,以达到政策要求来获取资源支持

和社会认可,而忽视与之相匹配的实质性绿色创新行为,产生绿色行为偏差,出现“脱耦冶行为[4鄄6]。
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合作脱耦行为主要是由于绿色创新合作的高不确定性导致的,而企业所拥

有的内部能力能够使其及时根据外部环境调整市场定位,并利用自身资源降低不确定性。 从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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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视角出发,企业个人、组织、网络层面的能力对绿色创新合作的开展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管理者的

态度是决定企业的主要因素,企业管理者对于利益相关者间诉求的平衡,直接影响着组织承诺与组织

行为间的耦合程度;其次,数字化水平对企业不同部门间的沟通效率与合作创新推进程度起关键作

用,更高的数字化水平使得企业间能够更一致地执行相关策略,同时对企业内部脱耦行为起到一定的

约束;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不同企业间合作时的风险水平,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意味着企业间

成果转化与专利使用的便利性增加,对于企业内部评估绿色合作效果及其脱耦行为有直接影响。
为帮助政府和企业推进绿色创新合作,早日实现“碳达峰冶与“碳中和冶,本文主要解决 2 个关

键问题:首先,从定量角度明晰脱耦行为对企业绿色合作创新效果的影响,弥补现有有关脱耦对企

业创新效果研究的不足,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绿色创新合作标准提供参考。 其次,虽然目前已经有

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如何减少脱耦问题,但并无研究从企业内部能力视角,分析企业内部的个人、
组织、网络层面的能力(即管理者支持、数字化水平、合作伙伴关系)对缓解企业内部脱耦现象的效

果,帮助企业明确应该加强何种内部能力,来减少企业实际运营中脱耦的现象。 基于此,本文在绿

色创新合作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基础上,基于 150 家受访汽车制造企业的 114 份问卷数据,利用层次

回归分析方法,先探究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再探究管理者对绿色创新

合作的态度、企业拥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这三个关键的企业内部指标是否能缓

解及避免政策压力带来的脱耦行为,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在政策压力的情景下,利用绿色创新合作

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一、绿色创新合作研究进展综述

(一)绿色创新合作含义

随着资源的消耗、政府及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进行绿色

创新尝试[7]。 但是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难度,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企业开始倾向于和利益

相关者协同完成绿色创新合作,以获取在市场的竞争优势[8]。 绿色创新合作是指企业积极与研发

机构、供应商、零售商、同行业者等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通过资源共享、绿色技术创新投资、成本分

摊等方式,建立绿色企业联盟,以实现绿色绩效的改善。 目前存在较多关注核心企业与单个主体的

绿色创新合作研究,包括与研发机构的绿色创新合作[9]、与客户和零售商的绿色创新合作[10]、与同

行业竞争者的创新合作[11]、与供应商的绿色创新合作[12]。 同时也有探讨多主体间的绿色创新合

作的研究,集中在绿色价值共创方面,绿色价值共创是指企业与合作伙伴具有统一的环保理念,在
一个或多个生产及消费阶段创造价值[13鄄14]。 现有研究已证明绿色创新合作对提高绿色创新绩效

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但还没有研究从外部环境角度探讨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的影响。 图 1 为

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的影响。
(二)制度理论与绿色创新合作脱耦现象

制度环境是指监管机构、消费者、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形成的、影响企业制定战略和发展规划的

关键因素。 根据制度理论,企业会受到规范性、强制性和模仿性 3 种政策压力的约束[15],其中强制

性压力主要来自政府所公布的法律、政策、指导性意见等。 如政府发布有关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鼓励企业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建立完善绿色创业投

资等基金。 在政策信号下,企业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达到要求,以获取一定的资源支持和社会认

可[13]。 然而在面临政策优惠及号召时,企业可能会存在脱耦行为,即仅在战略层面作出调整来获

取资源支持,而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并未执行[16],如企业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造假以应付政府的要

求[17],获取资金及资源支持。 目前的研究通常把企业的脱耦行为理解为组织中面对相互冲突目标

时做出的反应[16],而且面临政策压力时组织脱耦是普遍存在的[18,4]。 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指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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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的影响
摇

府与企业密切的关系,即政府干预程度的提升可以缓解企业的脱耦行为[19],但还缺少从企业内部

角度来探讨如何缓解或避免脱耦行为的产生。
(三)企业能力与绿色创新合作

正如资源基础、企业能力等理论指出的,企业所特有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帮助其感知并适应环境

迅速变化进而获取核心竞争力[20]。 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中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如绿色技术

研发的风险、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全方位地培育自身内部能力,能够使企业迅速觉察并理解到市场

变化,及时进行资源调整,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20鄄21]。 在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能力可从个

人、组织及网络等不同视角来考察,包括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网络能力[22]。 其中管理能力是指管

理者对环境变化的认识以及资源整合和重构的能力,主要受到管理人力资本、管理社会资本和管理

认知 3 个因素的影响[23],管理者对外部机遇和威胁的把握,体现在管理者的决策中,因而本文选择

管理者支持衡量管理能力。 技术能力主要是指企业对于新知识的吸收转化能力,先进的信息技术

可以帮助企业捕获创新所需的知识,提高企业整合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现有研究一般通过

IT 能力、数字化水平来衡量技术能力,本文则选取数字化水平衡量技术能力。 网络能力是指企业

建立、维护并利用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24鄄25],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使绿色合作创新过程中的

不确定性降低,本文选择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衡量网络能力。 现有研究已探究出管理能力对企业

进行创新合作有着积极的作用[23],技术能力也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合作[21]。 而网络能力对于创

新合作的作用有着不一样的结论[25],同时,还缺少探讨不同类别的内部能力对制度压力下企业绿

色创新合作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择管理者支持、数字化水平、合作伙伴关系 3 个指标,研究不同

层级的企业内部能力对制度压力下制造企业创新合作的影响。

二、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的作用

绿色创新合作是指企业通过资源共享、绿色技术创新投资、成本分摊等方式,积极与研发机构、
供应商、零售商、同行业者等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 企业实行绿色创新合作,意味着会与各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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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机制,能够使企业更充分地获取并理解顾客对于产品价值的认知,共同

探讨创新解决方案,同时碰撞出更新颖的想法[26]。 当实行绿色创新合作时,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

内外部资源[27],实现相互信任和风险共担,提高各利益相关者互动行为的透明度[28],减少上下游

企业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保证双方持续的合作互动,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政府通常会出台带有指导性的政策意见来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29],通常会包括一系列

的优惠补贴政策,为积极响应政策的企业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 基于制度理论,企业出台的相关政

策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制定和发展规划,企业会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绿色创新尝试,以满足政府的要

求,获取外部认可[30]。 然而,绿色创新合作过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具有一

定的要求,企业相应政策能真正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落实具有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性,企业通常会象征

性地采取战略措施来应对存在的政策压力以获取外部合法性,而在实际运营中并未真正执行,即存

在脱耦行为[31]。 当企业有脱耦行为时,意味着企业会在社会责任报告等问题上有造假行为,会损

害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32],进而损害绿色创新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 综上,本文提出

假设 H1。
H1:政策压力会导致绿色创新合作脱耦,从而削弱绿色创新合作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二)管理者支持对绿色创新合作脱耦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所独有的不可复制的资源能力是其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其中管

理者的认知对企业创新、运营、变革等活动有着显著影响[33]。 当政府出台相关指导性政策意见时,
企业是否将其纳入战略目标内,以及会投入多少资源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和要求,取决于高层管理者

对政策的理解[34,4]。 一方面,当管理者认同政府出台的有关绿色创新合作的指导性意见及看重政

策带来的市场机遇时,管理者会领导企业不仅在战略上响应有关政策,而且同时会在实际生产活动

中严格实施[35],进而减少或避免脱耦行为的产生。 另一方面,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绿色创新合作的

实际承担者是员工,员工对绿色创新合作的认知和能动性会直接影响绿色创新合作的效果[36]。 当

管理者愿意支持相关政策时,会在企业内部积极宣传并鼓励员工实践绿色创新合作[37],提高员工

进行绿色创新合作的积极性和专业性,进而促进绿色创新合作活动的进行,减少脱耦行为的发生。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H2。

H2:管理者对绿色创新合作的支持,可以缓解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中的脱耦行为。
(三)数字化水平对绿色创新合作脱耦的调节作用

众多研究者指出企业的信息技术水平是影响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关键因素。 首先,信息技术

的水平反映了公司不断寻求新的资源和利用商业机会的能力[38],强大的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可以

使公司对市场信号更加敏锐,并从共享的信息中获得更多见解,帮助公司识别到更多的市场机

会[39]。 同时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可以促进供应链创新[40],因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冗余知识可以通

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捕获,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打破了组织孤岛,使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在组织边界内

和跨组织边界转移并重组有用的知识[41]。 其次,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

创新流程并重新组合内外部资源,以支持创新生态网络中复杂的关系,满足协同创新过程中密集复

杂的信息处理需求[38,42]。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H3。
H3:企业拥有较强的数字化水平,可以缓解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的脱耦行为。
(四)合作伙伴关系对绿色创新合作脱耦的调节作用

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等都认为与合作伙伴维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

竞争优势[43]。 企业在绿色合作创新方面的脱耦行为,主要是由企业所面临较大的合作创新资金风

险以及企业缺乏环境声誉意识导致的[44],而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较好地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首先,核心企业创新绩效与政府、供应商、顾客等相关利益者的合作关系有关[45],良好的合作关系

可以加强开放式创新的深度,即与企业建立更深层的联系,打破企业间有形与无形的壁垒,加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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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企业间的流动[46],增强企业知识外溢能力,减少由于合作创新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47]。 其

次,当企业言行不一导致的脱耦行为被揭发检举,会使得合作伙伴受到牵连。 良好的组织间关系使

得企业考虑脱耦行为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加强对自身的行为约束。 同时,创新合作联盟合作伙伴

之间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契约关系[48],可以通过鼓励创新、绿色透明化和自主创新的激励措

施[49],对核心企业的日常运营以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最大程度地避免脱耦问题。 总而言之,随着

关系临界度的提高,基于合作伙伴的声誉,核心企业受到合作伙伴多方及企业自身的约束来规避脱

耦问题。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H4,概念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研究概念模型
摇

H4: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缓解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的脱耦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制度压力下,制造企业绿色合作创新对创

新绩效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IP = C + 茁1 + GIC + 茁2GIC 伊 LP + 茁3GIC 伊 LP 伊 IC

其中,IP 表示企业的创新绩效,GIC 表示企业与合作伙伴进行绿色合作创新,LP 表示政府的压力,
IC 表示企业内部能力,包括管理者态度、数字化水平、合作伙伴关系。 茁1 表示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

创新绩效的影响,茁2 表示政策压力下企业绿色创新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茁3 表示企业内部能力

对政策压力下企业绿色创新合作行为及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二)主要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搜集相关数据,并使用里克特 5 点量表度量各测量题项,其中“5冶代表

“非常符合冶,而“1冶代表“非常不符合冶。 本文设计的调查问卷分为描述性题项和测量性题项,描
述性题项主要包含被调查企业的基础信息,如受访者职责、企业年份、企业年度净利润、企业是否经

过质量认证等。 调查问卷测量题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企业的绿色创新合作行为,
包括企业与供应商的创新合作、与同行业企业的创新合作、与零售商的创新合作以及企业绿色战

略;第二部分是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政策压力)、企业的内部环境(管理者对绿色合作创新的态

度、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企业拥有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部分是企业的创新绩效。 研究主要被解

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测量来源详见表 1。
1郾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创新绩效,主要参照刘志迎等[54]对创新绩效的测量,以新产品开发绩

效和新产品市场绩效两大部分七项指标来衡量创新绩效,其中新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数量、成功率

以及独特性,表示新产品的开发绩效;新产品销售增长率、利润增长率以及市场增长率,表示新产品的

市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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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主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测量来源

名称 测量来源

张长江等[50]

绿色创新合作
李正卫等[51]

陈莉平[52]

提斯(Teece) [53]

名称 测量来源

创新绩效 刘志迎等[54]

政策压力 高山行等[55]

管理者支持 朱雪春等[56]

合作伙伴关系 曾文杰等[57]

数字化水平 斯图尔等(Stoel, et al) [58]

摇 摇 2郾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企业的绿色创新合作,主要分为 4 个部分,其中绿色策略的度量主要参照张长

江等[50]的研究;与供应商合作创新的测量主要参照黄等(Huang et. al) [59]、李正卫等[51] 的研究;与
同行业创新合作主要参照陈莉平[52]的研究;与顾客创新合作主要参照提斯(Teece) [53]的研究。

3郾 调节变量

本文对于测量政策压力的题项设计,主要参照了高山行等[55] 的研究;管理者态度的度量参照

朱雪春等[56]的研究设计完成;合作伙伴关系沿用曾文杰等[57] 对于合作伙伴关系质量的测量;数字

化水平的度量参照斯图尔(Stoel) [58]等的研究设计而成。
4郾 控制变量

由于企业类型、企业年龄、企业利润以及问卷填写者的职位对于创新绩效也有一定的影响,因
而本文主要选取问卷填写者的职位、企业年龄、年度净利润、企业类型为控制变量(详见表 2)。

表 2摇 问卷设置

名称 测量题项

绿色策略

(1)企业管理者十分愿意实施绿色供应链战略

(2)企业选择能够提供对环境友好的原材料的供应商,实现采购过程的绿色化

(3)企业为产品进行绿色设计和绿色生产,考虑节能性、可拆卸性、寿命长、可回收性、
可维护性和可重复利用性等

(4)企业能够在确保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的基础上,注重环境保护的资源节约原则

(5)企业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

(6)企业在整个物流活动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

与供应商创新合作

(1)企业鼓励上游供应商尽早地参与本企业新产品的开发、技术工艺改进等创新活动

(2)本企业与供应商共享对彼此有助益的信息,包括销售预测数据、历史信息等,甚至

一些关键的私有敏感信息

(3)上游供应商是新品研发设计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参与者

(4)本企业与供应商都愿意为彼此合作关系的长远发展投入资源与时间

与同行业创新合作

(1)企业有较多的合作伙伴

(2)企业与同行业伙伴定期交流能够进行信息、技术、资源共享,以提高竞争优势

(3)企业与同行业伙伴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信守诺言里的有关于责、权、利关系以及一

些行为的规范

(4)企业与同行业伙伴具有共同认知与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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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摇

名称 测量题项

与零售商创新合作

(1)企业对下游客户采取积极的行为态度及合作创新行为

(2)企业能够及时接收客户反馈信息,让客户参与到产品设计研发中

(3)企业与下游客户在合作创新过程中有关于责、权、利关系以及一些行为的规范

(4)企业与下游客户建立了合作创新利益分配机制

政策压力

(1)国家已具有关于高科技企业创新成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2)地方已具有关于高科技企业创新成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3)产品消费市场促进已有关于高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完善

(4)相关部门加大对企业遵守高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监督管理

(5)执法人员加大对侵犯相关知识产权的企业的处罚力度

(6)政府为减轻企业对创新的资金压力,增加了财政补贴

(7)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高科技企业创新

管理者支持

(1)高层管理者认为环境保护是企业战略的重要部分

(2)高层管理者支持改进社会责任和环境表现的活动

(3)高层管理者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并要求企业行为符合环境要求

(4)高层管理者直接负责企业环境方面的工作

合作伙伴关系

(1)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多个层次上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2)企业和主要供应商在多个层次上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3)企业不同部门在多个层次上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4)企业和分销商在多个层次上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5)企业和顾客在多个层次上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6)企业和供应商在多个层次上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数字化水平

(1)企业管理者有数字化领导力

(2)企业具有较多的信息化专业人才

(3)企业大范围应用了数字化设施设备和信息系统

(4)企业的业务对象已经被移动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手段数字化

(5)能够对企业的业务进行数字化触点分析

(6)企业的业务事件、业务决策由数据分析和算法来驱动

(7)企业具有基于数字化的业务模式创新

(8)企业的 IT 能力能够支撑数字化转型

创新绩效

(1)公司常常在行业内率先推出新产品 /新服务

(2)公司常常在行业内率先应用新技术

(3)公司在产品改造与创新上投入的成本增加

(4)公司的知识产权量增加(包括企业申请专利、商标和设计等方面)
(5)公司的创新产品有非常好的市场反应

(6)公司的创新产品的销售收入提高

(7)公司的创新产品具有较高的不可替代性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汽车制造行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所涉工艺复杂、环节众多。 然而在汽车制造的整个周

期内,从原材料供应阶段到生产组装阶段,再到整车销售使用阶段,环境污染问题一直较为突出。
政府不断地推出各种强制性和鼓励性措施,以降低汽车制造行业的污染,如 2018 年,国家生态环境

部编制了《汽车制造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用于指导和规范汽车制造业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工作。 近些年,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鼓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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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进行绿色研发创新,以缓解汽车制造行业的高污染问题。 汽车制造业也在积极发展环保化

和智能化的新型技术、建立新型工厂,如宝马新大东工厂、一汽—大众佛山工厂。 但在政府的环保

检测中,还是存在不少的汽车工厂污染问题,东风日产、长安福特、长安汽车、比亚迪等不少主流合

资品牌和自主品牌,都涉及其中。 汽车制造业作为制造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过程中具有高污

染的特点,面对政府的外部政策压力,企业也出现了脱耦行为,所以文章选择汽车制造业为调查对

象来探究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在问卷题项设计完成后,以我国汽车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数据搜集。 为保证问

卷设计的合理性,首先将问卷发放至 3 位企业高管进行预调研,在其填写完问卷后与其沟通,询
问问卷的合理性及其对问卷的意见,进而对问卷进行修改。 在问卷正式发放阶段,本文采用多

受访者调研法以消除常见方法偏差的影响。 具体而言,先从主要汽车制造企业名单中随机询问

其意愿,确定有意愿参与调研的潜在受访者,共 150 家。 然后联系潜在受访者的企业经理,获取

1 份企业详细的调查报告,并确定 1 名在企业任职超过 5 年并了解企业日常运营的“调查协调

员冶。 因为问卷的填写需要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完成,需要调查协调员根据问卷填写需要将问卷

分发至最合适的人,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本文 150 家受访企业被分为 4 组,每组问

卷数据搜集完成后,再向下一组企业发送电子问卷,耗时 1 个月,最终共收到 114 份问卷,有效

回复率为 76% 。 受访企业的基础信息详见表 3。

表 3摇 受访企业描述性统计分析

名称 指标 百分比 / %

< 5 24郾 6

5 ~ 10 34郾 2

公司年龄 11 ~ 15 13郾 2

16 ~ 20 4郾 4

> 20 23郾 7

< 50 22郾 8

50 ~ 100 27郾 2

年营业额 /百万元 100 ~ 200 9郾 6

200 ~ 2 000 7郾 0

> 2000 33郾 3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是 65郾 8

否 34郾 2

名称 指标 百分比 / %

主管 12郾 3

受访者职位 经理 42郾 1

直接员工 45郾 6

国有企业 8郾 8

企业类型
民营企业 57郾 9

外资企业 32郾 5

合资企业 0郾 9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
是 54郾 4

否 45郾 6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 75郾 4

否 24郾 6

全面质量管理
是 74郾 6

否 25郾 4

(四)数据信效度检验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标准

化的克朗巴哈系数、组合信度、平均方差提取值以及因子载荷对模型进行验证,其中标准化的克朗

巴哈系数均大于 0郾 9,说明量表信度良好;平均方差提取值均大于 0郾 7,且组合信度值均大于 0郾 9,说
明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各变量间的平方相关性均小于平均方差,说明各因素之间具有良好

的区分效度。
首先,本文通过对数据集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5 个因子(详见表 4),这些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为

81郾 515%。 其次,样本中各变量的因子载荷绝大多数大于 0郾 60。 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871



董秉坤, 等: 制度压力下制造企业内部能力对其绿色创新合作的影响 第 6 期

表 4摇 样本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摇 样本变量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绿色策略 1 0郾 671 0郾 126 0郾 425 0郾 256 0郾 314
绿色策略 2 0郾 743 0郾 093 0郾 306 0郾 259 0郾 27
绿色策略 3 0郾 823 0郾 039 0郾 208 0郾 263 0郾 169
绿色策略 4 0郾 837 0郾 113 0郾 298 0郾 078 0郾 197
绿色策略 5 0郾 781 0郾 155 0郾 18 0郾 169 0郾 26
绿色策略 6 0郾 833 0郾 196 0郾 235 0郾 066 0郾 169
与供应商合作 1 0郾 696 0郾 401 0郾 274 0郾 185 0郾 129
与供应商合作 2 0郾 741 0郾 266 0郾 194 0郾 327 0郾 157
与供应商合作 3 0郾 667 0郾 372 0郾 155 0郾 264 0郾 297
与供应商合作 4 0郾 657 0郾 416 0郾 124 0郾 329 0郾 277
与零售商合作 1 0郾 632 0郾 454 0郾 125 0郾 431 0郾 054
与零售商合作 2 0郾 592 0郾 404 0郾 171 0郾 4 - 0郾 026
与零售商合作 3 0郾 612 0郾 444 0郾 309 0郾 394 0郾 05
与零售商合作 4 0郾 555 0郾 397 0郾 36 0郾 466 0郾 003
数字化水平 1 0郾 262 0郾 601 0郾 447 0郾 349 0郾 27
数字化水平 2 0郾 243 0郾 566 0郾 388 0郾 322 0郾 333
数字化水平 3 0郾 262 0郾 642 0郾 332 0郾 391 0郾 203
数字化水平 4 0郾 196 0郾 657 0郾 29 0郾 445 0郾 321
数字化水平 5 0郾 105 0郾 625 0郾 45 0郾 434 0郾 298
数字化水平 6 0郾 145 0郾 619 0郾 449 0郾 397 0郾 311
数字化水平 7 0郾 248 0郾 637 0郾 322 0郾 407 0郾 336
数字化水平 8 0郾 226 0郾 637 0郾 382 0郾 389 0郾 227
政策压力 1 0郾 488 0郾 617 0郾 407 0郾 15 0郾 152
政策压力 2 0郾 385 0郾 63 0郾 443 0郾 147 0郾 138
政策压力 3 0郾 337 0郾 632 0郾 451 0郾 187 0郾 174
政策压力 4 0郾 402 0郾 586 0郾 504 0郾 149 0郾 094
政策压力 5 0郾 514 0郾 439 0郾 473 0郾 241 0郾 164
政策压力 6 0郾 286 0郾 528 0郾 404 0郾 225 0郾 407
政策压力 7 0郾 277 0郾 532 0郾 41 0郾 258 0郾 389
管理者支持 1 0郾 326 0郾 301 0郾 79 0郾 22 0郾 124
管理者支持 2 0郾 261 0郾 268 0郾 838 0郾 182 0郾 144
管理者支持 3 0郾 366 0郾 34 0郾 734 0郾 205 0郾 096
管理者支持 4 0郾 292 0郾 375 0郾 681 0郾 163 0郾 169
合作伙伴关系 1 0郾 263 0郾 36 0郾 614 0郾 442 0郾 278
合作伙伴关系 2 0郾 206 0郾 347 0郾 635 0郾 487 0郾 225
合作伙伴关系 3 0郾 318 0郾 373 0郾 606 0郾 465 0郾 222
合作伙伴关系 4 0郾 305 0郾 267 0郾 548 0郾 535 0郾 251
合作伙伴关系 5 0郾 295 0郾 433 0郾 535 0郾 459 0郾 226
合作伙伴关系 6 0郾 255 0郾 374 0郾 552 0郾 507 0郾 199
创新绩效 1 0郾 353 0郾 268 0郾 336 0郾 688 0郾 276
创新绩效 2 0郾 374 0郾 27 0郾 247 0郾 721 0郾 222
创新绩效 3 0郾 391 0郾 443 0郾 189 0郾 609 0郾 194
创新绩效 4 0郾 377 0郾 31 0郾 283 0郾 705 0郾 183
创新绩效 5 0郾 394 0郾 378 0郾 434 0郾 504 0郾 319
创新绩效 6 0郾 337 0郾 307 0郾 367 0郾 527 0郾 443
创新绩效 7 0郾 361 0郾 279 0郾 332 0郾 504 0郾 448
与同行业合作 1 0郾 495 0郾 295 0郾 254 0郾 247 0郾 643
与同行业合作 2 0郾 433 0郾 332 0郾 237 0郾 29 0郾 631
与同行业合作 3 0郾 48 0郾 407 0郾 172 0郾 263 0郾 615
与同行业合作 4 0郾 511 0郾 295 0郾 199 0郾 272 0郾 607
累计方差和百分比 / % 67郾 70 73郾 96 77郾 10 79郾 40 81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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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回归结果

本文为验证所提出的各项假设,在对数据集进行信效度检验后,采用层次回归对数据集进行分

析,其中模型 1 为只放入问卷回答者职位、企业年限、企业规模、企业类型 4 个控制变量;模型 2 加

入绿色创新合作变量检验主效应;模型 3 加入管理者态度的三重调节变量,检验管理者态度对脱耦

行为的影响;模型 4 加入数字化水平的三重调节变量,检验数字化水平对脱耦行为的影响;模型 5
加入合作伙伴关系的三重调节变量,检验合作伙伴关系对脱耦行为的影响,结果详见表 5。

表 5摇 绿色创新合作效应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截距 3郾 903* 0郾 218 - 2郾 448* - 1郾 649 - 1郾 114
控制变量

受访者职位 0郾 127 0郾 093 0郾 136* 0郾 114* 0郾 108*

企业年龄 - 0郾 118* - 0郾 024 - 0郾 041 - 0郾 035 - 0郾 016
企业规模 0郾 087 0郾 025 0郾 063* 0郾 044 0郾 032
企业类型 - 0郾 03 - 0郾 032 - 0郾 049 - 0郾 053 - 0郾 079
自变量

绿色创新合作 0郾 893* 2郾 701* 2郾 398* 1郾 900*

调节变量

政策压力 1郾 272* - 0郾 163 0郾 654
管理者支持 0郾 165
合作伙伴关系 0郾 757
数字化水平 - 0郾 292
二重交互项

绿色创新合作 伊政策压力 - 0郾 619 - 0郾 317 - 0郾 434*

绿色创新合作 伊管理者支持 - 0郾 432*

政策压力 伊管理者支持 - 0郾 09
绿色创新合作 伊合作伙伴关系 - 0郾 485*

政策压力 伊合作伙伴关系 0郾 098
绿色创新合作 伊数字化水平 - 0郾 132
政策压力 伊数字化水平 0郾 146
三重交互项

绿色创新合作 伊政策压力 伊管理者支持 0郾 120*

绿色创新合作 伊政策压力 伊合作伙伴关系 0郾 073*

绿色创新合作 伊政策压力 伊数字化水平 0郾 041
可调整的 R2 0郾 041 0郾 717 0郾 826 0郾 825 0郾 834
F 值 1郾 153 54郾 757* 43郾 979* 43郾 600* 46郾 643*

摇 摇 注:***、**、*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摇 摇 表 5 中,模型 2 表示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效果(茁 = 0郾 893,p < 0郾 012),R2 为

0郾 717,说明自变量的解释程度达 71郾 7% ,F 值为 54郾 757,显著性 sig. < 0郾 01,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 模型 3 ~ 5 均表示出(茁 = - 0郾 619,p < 0郾 01;茁 = - 0郾 317,p < 0郾 1;茁 = - 0郾 434,p < 0郾 01)政策压

力会削弱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R2 的值均大于 0郾 8,F 值的显著性均小于 0郾 01,假
设 H1 得到证实。 模型 3(茁 = 0郾 120,p < 0郾 01)表示在企业管理者的支持与政策压力的交互作用下,
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积极影响,R2 为 0郾 826,说明自变量的解释程度达 82郾 6% ,F 值

为 43郾 979,显著性 sig. < 0郾 01,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假设 H2 得到证实。 模型 4 (茁 = 0郾 073,p <
0郾 05)表示在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政策压力的交互作用下,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

积极影响,R2 为 0郾 825,说明自变量的解释程度达 82郾 5% ,F 值为 43郾 600,显著性 sig. < 0郾 01,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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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假设 H3 得到证实。 模型 5 显示,企业数字化水平和政策压力的交互对于绿色

创新合作和企业创新绩效不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假设 H4 未得到证实。
(六)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本文进一步进行稳健性分析,以企业运营绩效替代创新绩效进行

检验,发现主效应依然稳健,结果如表 6 中模型 6 所示,表明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合作的同时,能够

提高企业的运营绩效。 除此之外,本文分别补充检验企业和供应商创新合作、和同行业创新合作、
和零售商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如表 6 中模型 7 ~ 9 所示,结果显示依然稳健。

表 6摇 绿色创新合作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截距 0郾 634* 1郾 882* 2郾 138* 1郾 884*

控制变量

受访者位置 0郾 054 0郾 147* 0郾 062 0郾 11

企业年限 - 0郾 037 - 0郾 062 - 0郾 034 - 0郾 041

企业规模 0郾 046 0郾 052 0郾 044 0郾 033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企业类型 - 0郾 088 - 0郾 4 0郾 002 - 0郾 27

自变量

绿色创新合作 0郾 854* 0郾 106* 0郾 101* 0郾 110*

可调整的 R2 0郾 672 0郾 594 0郾 611 0郾 623

F 值 47郾 374 34郾 092 36郾 445 38郾 283

摇 摇 注:***、**、*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本文基于 150 家受访汽车制造企业的 114 份问卷,检验了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和企业创

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管理者支持、数字化水平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何调节政策压力对绿色

创新合作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得到 4 点结论。
1郾 政策压力会削弱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

企业结合利益相关者(政府,同行,供应商和顾客)进行开放式创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然而政

策压力会削弱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即在政府压力下企业会出现脱耦现象。 企业

独自进行绿色研发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如技术研发周期过长、市场需求的变动、资源的压力

等。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绿色创新合作能够实现风险和成本共担,同时能够获取更多的外部

资源进行创新,进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改善创新绩效的表现。 政府为鼓励发展绿色产业,会出台

强制性或鼓励性的政策,倡导同一产业链的企业形成协同创新联盟,共同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企业

在面对政策压力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认真执行政策规定时,意味着要进行资源投入和较高程度的

信息共享,同时还要协调创新合作各方伙伴的利益,可能会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 但为了获取外部

合法性,企业可能会选择做出一些战略上的调整,来证明自己对政策的执行,而在实际经营中并未

执行,进而影响到创新合作联盟之间的相互信任,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表现。
2郾 管理者态度可以缓解政策压力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合作的脱耦,改善企业创新绩效

在企业管理者积极支持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拥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更能帮助企业缓

解和克服政策压力下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影响。 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影响企业创新发展

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目标的确定和企业管理者的认知及能力息息相关。 企业家精神及其影响的创

新人才资本、企业创新氛围是决定企业创新合作的关键因素。 政策压力对企业的影响通常是由管

理者衡量的,企业是否积极响应相关的政策以及具体的响应程度大多是由管理者决定的。 一方面,
当管理者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抱有积极态度,预期响应政策会给企业带来更长久发展时,会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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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关注点,在战略层作出调整,在企业内部积极宣传绿色创新的必要性,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

绿色合作创新氛围。 另一方面,在运作层面,当管理者真正支持绿色合作创新时,也会在企业内部

深入贯彻,包括对员工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避免脱耦行为的产生。
3郾 合作伙伴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合作脱耦行为有明显的缓解效应

制造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中会有脱耦行为,主要是由于较大的合作创新风险和对环境保

护意识薄弱造成的。 一方面,当核心企业具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时,相关企业之间会建立深层次

的沟通和联系,知识在企业间的流动更加顺畅,合作创新的深度会加深。 各利益相关者会共同承担

绿色创新的风险、共同攻克有难度的绿色创新技术,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难度减小,进而避免脱

耦行为。 另一方面,当企业因为脱耦等言行不一致行为被披露时,合作伙伴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因而合作伙伴关系会对企业存在非正式的约束,对企业形成隐性的监管和治理机制,保证企业日常

的运营以及执行情况。 因而,当企业成立绿色创新合作联盟时,不仅会降低合作创新过程中的风

险,增强开放式创新的深度,而且会受到合作伙伴多方及企业自身的约束,企业互相之间的监督和

紧密相关的利益关系会使脱耦的代价提升,因而会缓解脱耦行为的产生。
4郾 数字化水平对绿色创新合作脱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绿色创新合作是一个模仿学习、内化吸收、自主创新的技术积累过程,技术能力对企业的成长

过程有着重要影响。 但本文中的数字化水平对脱耦效应的调节作用没有佐证假设,主要原因是数

字化水平的投入会耗费企业大量的成本,同时在政策压力下,企业响应国家政策向成功企业学习进

行绿色创新尝试时,会使其在其他创新活动方面的投入有所不足,因此,整体收集的企业数字化水

平会偏低。 同时,技术能力的维护也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会加大企业管理能力的压力,
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所以在本文的调查数据中,会出现企业数字化水平和政策压力的交叉,对
于绿色创新合作和企业创新绩效不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绿色创新合作理论。 从现有文献分析看,大都从消费者参与创新合

作的角度进行研究,且行业多分布在虚拟品牌社区和电子政务方面[60鄄61],而如今市场竞争的格局

体现在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不是单一企业与消费者创新合作问题,而是企业联盟与消费者进行创新

合作,但目前只有少量创新合作的研究逐渐从顾客这个主体延伸到核心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供应商、同行业企业等),而关于绿色供应链的创新合作更为缺少,从而致使实施绿色战略的企

业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实施绿色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于认识、完善和

开拓供应链绿色创新合作理论、推动和拓展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制度理论,本文探究了外部环境,如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和企业创新的关系,填补了

关于绿色创新合作研究缺乏系统分析外部影响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空白,并发现了企业在创新

合作过程中,在不同的政府强制性压力下,企业创新绩效效果的不同,丰富了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
为学者开展供应链网络及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企业内部角度,本文探究了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指标对于政策压力带来

的脱耦行为现象的缓解和避免作用,从而从全新的视角,弥补了制度理论与组织脱耦行为的相关

研究。
(三)管理启示

近年来,绿色经济发展联盟、绿家居联盟、绿包装联盟等的成立,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实践绿

色供应链创新合作创造了机会,绿色供应链创新合作势在必行。 但大部分的企业仍属于孤军奋战

的状态,并且仅在战略层面作出调整来获取资源支持,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并未实际执行,出现严重

的脱耦行为,这将严重影响企业绿色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双碳冶目标的达成。 本文为实施绿色战

略的企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可以实现企业与商业客户双赢,提高合作关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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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推动“双碳冶目标的达成。
本文验证了管理者态度与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这两个企业关键内部指标能缓解及避免政策压

力带来的脱耦行为现象,这为企业应对政策压力的约束,践行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多样化的指导策

略,有助于帮助企业更好地在政策压力的情景下,利用绿色创新合作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增长,并
且也为政府激励企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供了新的角度。

(四)研究不足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根据制度理论,企业通常受到 3 种外部压力的影响,本文仅

考虑了政策压力代表的强制性压力,而没有研究规范性压力以及模仿性压力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

合作的影响,也未考虑三种压力的叠加会对绿色创新合作的实施有何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

入。 其次,不同行业面临的政策压力不同,不同行业在面临政策压力时的表现也不同,本文的研究

样本选取集中在汽车行业,未考虑到样本选择的多样性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如何进

一步地保证其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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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Manufacturing Firms忆 Internal
Capabilities on Their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DONG Bingkun1, 摇 CHANG Xiaofei2, 摇 YANG Yefei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As the government calls for low鄄carbon economy and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more and more manufactures have to implement green management to response it. However,
due to high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ould be inclined to " decoupling" behaviors in green innovation.
This study takes 114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subjects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decoupling behavior in them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how to cope it by using their
internal capabilities, thereby helping the government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chieve the
green goa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stitutional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will cause
the decoupling behavior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weaken the impact of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n firms忆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anagers忆 support for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decoupling
behavior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olicy pressure on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its performance. The relationship with partner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licy pressure on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alleviates the decoupling phenomen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However, the digitization level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coupling behavior of manufacturing firms under policy pressur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for decoupling behavior of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ir green strategi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 dual carbon" goal with no decoupling.
Key words: gre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olicy pressure;
decoupling phenomenon; inter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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